
健康城市的社会维度 | 1 

The Influence of Community Built Environment on Social Health: Review 
and Enlightenment

社区建成环境影响居民社会健康的国际研究进展与
启示*

董  慰   朱家慧   李罕哲    DONG Wei, ZHU Jiahui, LI Hanzhe

在我国快速城市化与存量更新的背景下，人口变迁与环境变化带来了社区社会空间的重构，邻里关系出现疏离，居民的

社会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证明，建成环境对居民生理及心理健康具有主动干预价值，但对建成环境

与社会健康的关系尚不清晰。介绍了社会健康的内涵与特性，梳理居民社会健康影响因素与社区建成环境要素的不同

维度，厘清基于居民客观行为、主观感知及空间正义与社会规范的3种“环境—社会健康”影响路径，分类解析和提炼

研究结论，分析发展动态并提出我国未来在该研究领域应重点关注的内容和方法，为构建主动式健康干预人居环境提

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stock regeneration in China, demographic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have brought 
about a reconfiguration of the social space of communities, alienation of neighbourhoods and an increasing focus on the social 
health of residents. A wealth of research findings have demonstrated the value of active interventions in built environments 
on resident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social health is still 
unclear.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health, identifies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social 
health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lements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clarifies the three "environment-social health" influencing 
pathways based on residents' objective behaviours, subjective perceptions and spatial justice and social norms, classifies and 
distills research findings, and analyses the development. The study also proposes the contents and methods that should be 
focused on in this research area in China in the future,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roactive health 
interventions in human sett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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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健康是人民最具普遍意义的美好生活需

要。我国坚持把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

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大卫生、大健

康的观念，把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意味着现代健康观念已经由被动的患

病治疗转向主动的健康管理[1]。在城市转型过

程中，持续的人口激增与社会空间分异导致现

代健康与疾病模式的转变，环境因素对居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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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影响已经超过遗传因素，生活方式与建成

环境的改变成为促进健康的重要契机[2]。

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城市空间重构与

社会结构变迁相伴而生，单位大院的“熟人社

会”转变为现代高端商品房下的“生人社区”，

原有的基于地缘或业缘的稳定关系逐渐流失。

邻里关系普遍淡薄，为居民个体和社区群体带

来严重的社会健康威胁[3]。已有研究表明，归因

于教育程度较低、社会隔离、低社会支持等社

会环境因素的死亡人数分别与心肌梗塞、脑血

管疾病和肺癌3大疾病的致死数量相当[4]。因

此，改善邻里关系、解决社会健康问题已经成

为当下我国推进社区精细治理的重要需求。目

前，国内外学者已在建成环境与居民身心健康

影响机制研究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但对建成环

境与居民社会健康之间的关系还需进行更多

的研究。为此，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从

内涵特征、影响因素、影响机制与过程等方面

进行系统总结与评述，综合多方面视角探求积

极干预社会空间健康发展的路径。

1  社会健康的相关概念

1.1  社会健康定义与特性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健康定义为

“一种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完全的安宁状态”，

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3个维

度。其中，将社会健康定义为“良好的社会适

应能力”。和谐健康的社会关系可以助力个体

之间顺利的沟通与合作，不良的社会关系则会

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进而对身心健康造成影

响。所谓社会健康，即人们适应社会生活、扮演

社会角色、行使社会功能的一种积极状态，既

包括人的主动适应，又要求周围环境的协调稳

定[5]。一般来说，社会健康体现在个人与其他

社会成员或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强调居民良好

的社会适应①、社会支持②和社会网络③关系。

同时，社会健康也受环境、社区和社会群体等

非个人因素的影响，是个体与社会综合健康状

况的体现。近年来，社会健康的研究主要涉及

社会学、心理学、医学和行为学领域。作为城市

健康发展愿景，社会健康的概念解读以多维视

角呈现，与社会健康相关的高频词汇有：社会

适应、社会支持、社会网络、社会交往、社会融

合、社会纽带、社会认同、社区意识、社会凝聚

力、有意义的社会接触、密友的可获得性等。

此外，多年的研究成果体现出社会健康的

主体具有鲜明的跨层级特性，即个体和群体双

层级的健康社会关系（见图1）。个体层面的社

会健康主要取决于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交网络

与交往行为。人们适应于社会环境中，在社会

网络中获得的各种形式的社会支持可以充当

压力的“缓冲因素”，进而影响居民的社会健

康[17]。在群体层面上，凝聚与融合是形成社会

健康的关键环节。集体内部的信任与相互支持

行为会促进集体行为，增进文化融入和心理融

入，进而促进社会融合，实现群体社会健康[18]。

社会健康具有动态性，个体间良好的社会支持

可以有助于增进群体的自我认同感与凝聚力，

为群体社会健康提供更多可能[19]。

1.2  社会健康的影响因素

良好的社会健康状态是由个体及其性格

特征、社会经济状态和生活环境综合作用的

结果。人类的生活环境既包括其家庭、团体、社

区、机构、地方规范等社会环境，也包含公共服

务设施、绿地空间、住房、道路等建成环境，它

们密切相关且共同构成一种社会性的生态系

统，宏观环境系统会与个体的微观系统不断互

动而渗透影响[20]95。

（1）个人与社会经济属性。居民所拥有

的社会关系本身即是一种社会资源，可以提供

一定程度的情感支撑与物质依靠，社会关系的

质量和数量往往与居民的年龄、性别、种族、职

业、经历、住所、社会经济状态等条件密切相

关。人们的身心健康状态也可能会影响他们的

社会关系与自我适应能力[15]18。

（2）建成环境要素。建成环境对居民社

会健康的影响仅次于个人特征[21]。对建成环境

的主动干预能为促进公众的身心健康及社会

健康起到积极作用。研究表明，超市、菜场、路

边小摊等空间场所是居民日常交往的重要物

质空间载体，这些场所的可达性、多样性[22]123、

美观性、可步行性等[23]都会对邻里互动和社会

支持产生影响。图书馆、学校、社区中心、社区

公园等可以为集体行为提供必要的场所，促进

社区的社会融合，形成良好氛围。除了客观环

境因素，居民的内在需求、环境感知与对环境

的现状评价也会影响社会健康水平。绿色空

间、公共服务设施和新住宅在质量上的提高和

数量上的增加，都有助于加强社会凝聚力，刺

激居民与其邻居产生更多的交流[24]。

（3）社会环境要素。居住地点与居住方

式会影响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

方式。这种影响在城乡社区差异中体现得尤为

明显。近年来，城镇化的推进引发大批城市居

民的迁居行为，与农村中稳固的地缘关系形成

强烈反差。城市居民邻里关系的不稳定性、封

闭式住区和公寓式住宅降低了社会交往的可

能，城镇居民的社会支持和社会网络水平显著

低于农村居民。此外，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的影

响更为突出，老年人选择与子女分住会减少其

社会支持和社会网络，但社区提供的精神慰藉

服务可以缓解或部分替代老年人对亲属的精

神需求，社区的安全、友好等环境氛围也对老

年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参与有正向作用[15]19。

2  社区建成环境对居民社会健康的影响

维度

社区是具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人组成的

社会组织的空间地域单元，是城市社会空间系

统在微观地域上的社会共同体，具有微观可干

预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社区的物质空间规划

图1 社会健康的双层级内涵
Fig.1  The two-level connotation of social health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① 社会适应（social adjustment）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主动调节自身状态，与环境保持和谐关系与平衡状态的能力[6]。社会适应性可以通过

人们承担各种社会角色的能力和个体对其社会生活的满意程度来测量[7]。为了方便将测度结果进行横向比较，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综合指标和量表。比较成熟的

量表有社会适应不良调查表（SMS）[8]、Katz适应量表[9]、SAS社会适应量表[10]（包含访谈调查表和自评调查表SAS-SR两个版本）等。

②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可以理解为人们在其信任的社交网络中得到的支撑与可依靠的力量，强调社会交往的相互性，多以社会交往数量、接触频率、参加活

动的次数等为具体指标，在现有研究中多以量表的方式衡量。根据社会支持的具体特征，主要的评价量表有社会支持问卷（SSQ）[11]、社会支持—互动清单（SSL）[12]、

社会交往量表（ISSI）[13]、多维感知社会支持量表（MSPSS）[14]、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15]14等。

③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是为个体提供社会支持的结构性社会资源，是通过人际关系联结成的社会纽带。社会网络的数量包括朋友、亲属、邻居、同事等的数

目；社会网络的质量则是个体拥有的各种人际关系的紧密程度，二者均可以作为社会网络的测度指标[16]。

注释：



健康城市的社会维度 | 3 

促进某些社会目标的实现[25]。社区建成环境即

以居民日常生活为核心所形成的物质空间，居

民间的互动与情感交流需要通过交往场所来

承载，空间的距离、构成、形态和品质等特性都

会影响社会关系的形成。通过文献综述，归纳

出空间邻近性、场所多样性和空间设计3个维

度[26]115的特征会对居民社会健康产生影响。

2.1  空间邻近性

社会关系形成的概率取决于两个独立的

过程：相遇和决定交往。无论是亲密关系还是

泛泛之交，都以参与者的相遇和接触为前提，

而基于需求侧视角的偏好或对共同利益的选

择会决定双方是否交往并发展友谊[27]。空间邻

近性，即居民之间的物理接近程度，会直接影

响人与人之间相遇的概率。人与人之间的空间

距离越近，其相识并产生联系的可能性就越

大。早期的经典研究通过调查地址间的街区数

量发现，居住距离的增加会显著减少双方成为

朋友或配偶的概率。美国的一项住房项目调查

研究也发现类似规律，小区内的居民最常见到

的是住得更近的邻居[28-29]。

同时，地理距离的邻近会以线性或指数

的形式促进社会关系的发展。一方面，人与人

之间的距离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和情感关系；另

一方面，空间上的邻近为面对面接触提供了更

多机会，这种当面互动的场景更丰富，更容易

高效地沟通交流并建立彼此的互信互惠关系。

随着空间距离测度与研究方法的精细化，地理

学家们分析出邻近性与多种形式的社会互动

存在非线性关系。Sudman[30]的研究报告显

示，在独栋住宅中的居民，有81%的人认识隔

壁的邻居，74%的人认识街对面的邻居，认识

间隔两户以上邻居的人数比例下降至53%，认

识其住宅后方或斜后方邻居的人仅有10%；

Preciado等[31]指出，青少年间的友谊形成同样

显著依赖于地理邻近程度，在同一所学校就读

的学生形成友谊的比例是在不同学校就读学

生比例的35倍，且居住地点邻近的朋友更有

利于关系维持。空间上的近缘关系也为邻里间

频繁的社会交往和日常援助的获得提供了基

础，这种关系会增强对犯罪等风险的共同防御

作用。此外，居民间存在相同的年龄、经历、爱

好、习惯等社会相似性特征，也会增加空间邻

近性对社会联系的积极影响[32]。

2.2  场所多样性

场所多样性是指公园、广场、便利店、餐

馆及社区活动中心等多元固定社交场所的存

在。一方面，这些固定地点的存在使居民间的

社会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这些空间本身

的功能属性所附带的吸引力会鼓励居民间的

交往，承载丰富的活动。固定的场所可成为社

会互动的支点，比如教堂建筑就是周围的宗教

信徒间形成联结与凝聚力的关键场所，通过社

会活动引导人群在同一地点聚集[26]117。

城市规划学者们认为，广场、公园、商店、

发廊、酒吧等设施有助于陌生人之间产生互动

行为[33]。研究表明，绿地、广场等空间与社会交

往之间具有积极关联，绿色空间通过提供活

动机会，促进居民的接触与交往，邻里通过交

往获得大量的社会支持会有益于社会健康，社

区的归属感与凝聚力也会同时增强[34]。与此相

仿，居民们经常光顾商店、咖啡店、农贸市场及

摊贩中心，表明这些设施对周围住户有足够的

吸引力，且兼备服务与社会交往的双重功能，

行为偏好相同的居民会形成相对固定的“交

往圈”。这类场所会为他们提供更多聊天、交往

的机会[35]10。Feld[36]提出，活动的吸引力或“焦

点”对社会关系的形成十分重要。这种“焦点”

除了空间本身，也可能是人、社会地位、同质群

体、特色活动等。除了社交场所本身的吸引力，

良好的场所可达性和可步行性也可能增加邻

里了解与社会参与。多项研究表明，基于客观

或主观衡量的目的地可步行性与社会凝聚力

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居住在更高可步行性社

区的居民认识邻居、信任邻里、参与政治和社

会活动的可能性更大[37]。但另一些研究认为，

可步行性与邻里社交不相关[38]。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固定场所的存在

有益于社会健康，但场所多样性与居民社会

互动、社区社会资本并不都是正相关关系。

Wood等发现，土地利用混合与社区社会资本

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9]147。澳大利亚的一项研

究显示，某些影院、餐馆、火车站等设施作为社

会交往渠道，某种程度上更倾向于吸引游客，会

短暂降低地方熟悉程度和集体效能④，而增加社

区局部混乱感，创造犯罪机会等[41]。

2.3  空间设计

空间的形态、布局和品质等空间设计要

素会对居民的出行与交往产生影响。在空间

形态方面，空间内部的边界与路径之间的关

系会引导人们的移动规律。空间中的群体会

基于同质特征形成“隐形边界”，这种边界会

自发地降低两侧居民互动的可能。据调查显

示，除了成年人购物、工作或青少年上学等必

要原因，同一种族的居民很少会跨越其聚集

区的“边界”进行社会互动。同理，基于社会

经济同质性也会形成空间边界，较富裕的居

民或低收入水平居民往往选择与同区域的人

交往[42]。Grannis等[43]发现不同路网形式对

居民社会互动的影响具有差异，与主要道路

相比，以行人为主的三级街道对社会关系的

影响更多，尽端路的安静与安全感也可能促

进邻里交往。此外，有研究认为城市蔓延导致

人们彼此居住距离的增加，削弱了邻里间的联

系[44]。由此，雅各布斯提出紧凑的城市空间更

可能促进社会互动，提倡将建立高密度的紧凑

社区作为重要规划准则之一。但是事实上，多

年来对于密度与社会关系之间联系的探索结

果并不一致。Nguyen[45]研究发现，紧凑型城

市形态不利于社会互动、信仰型社会资本⑤及

参与志愿服务，之后的大量学者也证实了居

住密度或人口密度与社会凝聚力、邻里活动

及社会参与之间呈负相关关系[48–50]。

另外，安全性、热舒适性、美学、步行环境

和自制空间（self-made spaces）等空间品

质要素也与居民的社会交往活跃程度相关。安

全舒适的步行基础设施会促进居民的休闲步

行行为，增强居民户外锻炼身体、会见朋友的

意愿。人们更倾向在有良好景观和座椅等休憩

设施的空间进行交往，座椅的布局、设计和舒

④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指的是社区成员控制社区中个人或群体的行为的能力。集体效能取决于社区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任感，如果社区成员相互信

任且愿意合作预防暴力和犯罪，他们就更有可能营造友好安全的社区环境[40]。

⑤信仰型社会资本（faith-based social capital）是一个社区或群体内基于共同宗教或信仰形成的资源集合体。这种资源包括相互信任和认可的社会网络，也包括

因共同信仰而形成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共同的信仰可以促进团体成员间的互信互助，因此，信仰型社会资本在提供社区凝聚力、推动社区发展和解决相关问题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46-47]。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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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会影响使用者的停留时间。社区公共空间

中的壁画、雕塑等小品设施会明显美化环境并

增加空间明亮感，增强对附近居民前来休闲交

往的吸引力。居民共同参与设计的邻里公园或

花园也会增强人们结识朋友的意愿及健身娱

乐的愉悦感[35]4。

3  社区建成环境对居民社会健康的影

响路径

现代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建构建成环

境与健康关系的重要理论基础。Charles 

Zastrow在该理论中指出，个体生活方式和健

康结果嵌套在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中

（见图2）。人们不断调适自身的行为，以建立

与他人和环境的和谐稳定的互惠关系，达到社

会健康状态。个体本身也是一种微观的社会生

态系统，系统内部的生物、心理和社会系统会

相互影响，个人对环境的心理感知影响着他们

的社会系统。此外，个人微观系统也会受到文

化、制度和规范等宏观系统的显著影响[20]95。

因此，结合既有研究经验发现，建成环境主要

通过客观行为、主观感知和空间正义与社会规

范3条路径来影响居民的社会健康（见图3）。

3.1 基于居民客观行为的影响路径

建成环境作为重要的物质空间载体，对

居民的设施使用、社会互动、集体活动、日常出

行等多种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社会关系和

社会健康。社区中的绿地是优质的社交环境。

研究表明，使用周围绿地频率更高的人，遇见

邻居、交朋友、步入婚姻的可能性更高，可以更

好地融入社会网络。当在绿地中形成稳定的社

会联系与互动规律时，人们的身心健康随之改

善，压力得以缓解，他们会更频繁地光顾公园，

形成良性循环[51]38。社区内的商店、菜场、路边

小摊等是居民进行社会交往行为和生活必要

行为的主要场所，可以鼓励产生更多的邻里互

动。图书馆、学校、社区活动中心等场所的存在

可以承载集体活动，促进社区的社会融合[52]。

另外，老年人的活动半径较小，更依赖于

社区尺度的环境和公共资源。良好的社区建

成环境会促进老年人的体力活动和社会活动

水平，有利于避免社会隔离[53]。除了常规的社

会活动，也有研究发现代际互动对老年人社

会支持的显著正向作用，而便利的交通，安全

的住区条件，健全的医疗、教育、商业设施和

社区中良好的社会融合氛围都是鼓励代际互

动的重要环境要素[54-55]。有交通领域的学者发

现，合理的公共交通系统规划能支持老年人

的社会参与，因为公共交通可以拓展老年人

的独立活动范围，有助于其保持与家人、朋友

和社区的联系[56]。来自日本的研究表明，私家

车和自行车的使用会增加人们的出行距离，与

人们的社会网络和心理健康有正向联系[57]。总

之，社会联结的产生依赖于建成环境，同时社

区社会健康的提升也会反作用于环境，促进

建成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提升，进而形成可持

续发展闭环。

3.2  基于居民主观感知的影响路径

感知因素是以个体内在需求为基础形成的

主观评价，包括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归属

感、舒适性、安全性、美观性等。社会环境作为非

物质要素通过个体感知影响社会支持及社会健

康水平。其中，行为在该路径中是非必要中介因

素，而社会环境情况与建成环境品质有关[58]。

已有研究发现，感知到的休闲场所可达

性、购物场所多样性对活跃社会交往氛围、聚

集社区社会资本有积极作用。休闲场所空间

品质和景观环境满意度更有助于调动居民的

出行意愿，为人际交流提供更多的机会[22]127。

社区环境的安全感、热舒适度、美观性也会鼓

励更多的邻里互动，从而有效提高社区认同

水平。荷兰的一项研究认为，社区环境的老旧

程度和汽车主导地位会对居民的居住满意度

和社区感产生负面影响，进而降低社区社会

资本水平[59]。而Enssle[60]提出，良好的社区社

会氛围可以为居民提供更多的物质和情感支

持，从而增强其社区意识，有助于提升社区的

社会凝聚力和集体效能。综上可知，居民对于

环境的主观感知对个体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有

图3 建成环境与社会健康的影响路径
Fig.3  The influence path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on social health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Charles Zastrow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模型
Fig.2  Charles Zastrow's theoretical model of society ecosystems theor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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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影响，对社区的社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

3.3  基于空间正义和社会规范的影响路径

空间正义是社会正义原则在空间场域中

的展现[61]。在社区层面，主要体现在空间资源

分配的公平性和空间规划设计的包容性。在社

区建设过程中，充分面向居住者的需求，合理

安排有限的建成环境资源有益于塑造一个积

极的社会环境，包容性的空间设计可以全方位

地保障各人群的空间使用权。这些都有助于增

进邻里信任，促进社区的社会融合[51]39。研究

显示，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对服务设施的种类

及其可达性的需求存在差异，如老龄友好的

社区环境对医疗设施、休憩设施的需求更多，

对热舒适性、噪声水平等物理条件的要求更

严格[62]。环境安全对于老年人、儿童数量较多

的社区尤其重要，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户外活动

及社会交往频率，进而影响社区氛围和社区感

（sense of community）[63]。社区中良好的步

行和骑行环境可以促进拥有不同出行习惯的

人群进行互动，无障碍设施可以保障残疾人的

安全独立外出，有更多社会活动的选择[64]。

此外，环境本身对于行为具有一定的约

束力，进而可以产生社会共识的规范和秩序。

个体与个体之间、社会团体之间的信任、互惠

和良好的规范，能够促进集体行为的产生。良

好的场所空间、开放包容的氛围和公平和谐的

环境对于社区团结有促进效应，会进一步提升

居民间的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感[65–67]，增进社

会融合。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既有国内外文献的梳理，明

确了社会健康的相关概念与层级特性，概括分

析社会健康有社会经济条件、建成环境和社会

环境等多个影响要素，从空间邻近性、场所多

样性和空间设计3个维度系统探讨社区建成

环境对于居民及社区社会健康的影响，梳理基

于居民主观感知、客观行为和空间正义与社会

规范3条影响路径，以期通过对实证发现与经

验规律的总结归纳，为健康城市与社区关系的

未来研究提供支撑。

已有研究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不仅关

注社区建成环境对居民社会关系的影响效应，

而且初步检验了影响路径上可能存在的中介

要素，但这些研究仍存在若干不足。在内涵上，

社会健康的概念解读以多维视角呈现，内涵界

定与维度划分尚未达成统一；在研究对象上，

对健康主体的层次性把握不充分，对以自我适

应为中心的个体社会健康、以网络凝聚为核心

的集体社会健康的研究系统性不够；在研究方

法上，多采用横截面数据，忽略了环境对社会

健康影响的时间累积效应，缺少高质量的纵向

研究。此外，不同人群的社会互动规律与社会

支持构成有何异同、环境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

等问题也有待进一步探究。

近年来由于城市治理的需要，健康的社

会维度逐渐成为不同学科关注的热点研究问

题。伴随着快速城镇化，城市空间要素不断集

聚，人与人、人与地的社会关系发生诸多变化，

原有的情感联系、互动模式及身份认同等逐渐

消弭。这些变化势必会对居民的社会健康产生

重要影响。结合我国实际需求与背景，建议未

来研究重点关注以下3个方面。

其一，关注建成环境的不同维度对社会健

康影响的交互效应。如活动场所的存在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缓和空间距离对社会关系的负面

影响。在不同的居住小区中，住宅之间距离较

远，就无法保证人们的交流与互动，但当地设

有商店、健身中心等设施会增加当地居民与其

他小区居民的联系。此外，空间设计的不同要

素之间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并不独立。紧凑型的

空间形态与生活方式对社会互动可能存在负

向影响，但拥有网络化街道的较高密度新城市

主义社区却比传统郊区街道产生更多的人际

联结与社会资本[39]147。在后续探索中，有必要

将建成环境的不同维度、多种要素进行综合考

量，进一步揭示具体的影响关系和影响路径。

其二，重视空间与感知的关系。建成环境的

指标可以分为客观测量和主观感知两个方面，

但既有研究缺乏对环境主观感知作用的关注。

已有研究发现居民形成的主观“认知地图”与

实际客观环境属性的一致性较低，主观感知与

客观指标在1/3左右的人群中并不匹配[68]。环境

认知在建成环境和居民行为之间有潜在的中介

作用[69]。由于对环境的主客观评价存在一定的

不一致性，有必要进一步探究这些问题：主观感

知与客观指标在各类人群中的规律如何？环境

感知对于社会健康的具体影响机制是什么？这

种影响与客观环境指标的作用有何异同之处？

如何通过规划干预增进两者的匹配性？

其三，充分把握社会健康的层级特性，实

现社会健康的本土实证探索。如何通过规划调

控使得个体的社会健康积极传导形成社区群

体的社会健康，哪些个人行为、生活和社会环

境要素在从个体的社会健康到社区群体的社

会健康的传导路径上起到中介和调节作用，仍

是亟待突破的技术瓶颈。此外，由于国内外的

城市及社区在发展阶段、文化背景、社会经济

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西方既有的社会健康相

关量表与指标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需要针对

国内城市及社区存量更新、老龄化加速、城市

收缩与乡村空心化等现状，做出因地制宜的社

会健康量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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